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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ltz

*

制衡假設是新現實主義大師瓦爾茲解釋國際體系之權力平衡重複

發生的重要根據，然而國際體系在冷戰結束後形成以美國為主導的單極

體系，但其他國際強權卻未對美國權力集中的情形進行制衡。本論文研

究冷戰前後發生於波斯灣的三次戰爭，亦發現冷戰後的兩次波灣戰爭

中，其他國際強權均未對美國採取制衡行動。本論文分析二級國際強權

未在波斯灣進行制衡的原因，並從相對權力地位及體系層次之差異的角

度認為，此等現象尚不足以論證瓦爾茲的理論有誤。此外，本論文也剖

析瓦爾茲有關單極體系下之制衡及回復平衡的論述，藉以重新釐清其簡

約理論的內涵與特質，同時也探討其他新現實主義者對制衡行為的解

釋，特別是攻－守權衡論、利益平衡論及威脅平衡論等多變因分析，並

評估他們對瓦爾茲理論的補充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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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關係理論大師瓦爾茲（Kenneth N. Waltz）所領導之新現實主義

（Neo-realism），或稱結構現實主義（Structural Realism），自一九七○年

代末起，獨領風騷一二十載。其重要理論貢獻之一為強化現實主義傳統之

權力平衡（balances of power）理論，1 並以此為基礎解釋國際體系變遷，

從而強調體系結構對國家行為之影響。基於權力平衡理論，瓦爾茲預期國

家在國際體系中的「制衡」（balancing）行為，乃必然現象；而制衡之發

生，正是瓦氏預測國際體系，由權力不平衡回復到平衡狀態的主要依據之

一，也是其解釋國際結構變遷的重要立論所在。

然而，在冷戰結束後，特別是蘇聯瓦解後，一些學者根據權力平衡理

論，預期其他強權會以軍事結盟或內部軍事建制的方式制衡美國此一唯一

超強。可是，制衡現象並未發生，許多支持制衡假設者，乃進入等待時刻，

且主張制衡很快會到來、國際體系結構亦將隨之改變。冷戰結束後的十餘

年，美國於二○○三年三月出兵伊拉克，卻仍未見制衡美國超強的行為產

生。此一新的事實使主張制衡假設者日益難以招架。制衡行為之遲遲沒來，

也使瓦爾茲於一九九三年預期多極體系將在一二十年內取代兩極體系，及

美國以外之其他國家會以單獨或集體方式制衡美國權力等預測（Waltz,
1993: 52-53），有落空之虞。

依照權力平衡的邏輯，當國際體系之權力分配不平衡時，二級國家會

以增強武裝或相互結盟方式，制衡最強大的國家。瓦氏指出：「二級國家，

若能自主選擇時，會成群倒向較弱的一方，因為較強一方才對他們構成威

脅」（Waltz, 1979: 127）。冷戰結束及蘇聯瓦解後，美國成為世界唯一的

超強，突顯國際體系之權力的集中或權力分配不均衡現象。依權力平衡原

理，美國的優勢及其與其他國家之間的權力差距現象，會造成其他強權的

威脅，導致各強權以制衡方式對抗權力之集中，使美國之唯一超強權力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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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維繫。然而本文之研究發現，即便冷戰後之國際權力分配發生明顯變化，

美國分別於一九九一年及二○○三年在波灣發動兩次戰爭，卻都未受到其

他強權的制衡；換言之，國際上並未出現制衡美國此一唯一超強所擁有的

「未受制衡的權力」2（unbalanced power）（Waltz, 2000: 28）。此使得瓦

氏之制衡假設受到空前挑戰。此一國際政治現象的發展，是否足以論証瓦

爾茲的權力平衡理論出現異例（anomaly）呢？

制衡現象之未出現，的確對權力平衡理論產生諸多挑戰。一方面許多

非現實主義陣營的文獻對瓦爾茲的理論提出批判，甚至認為現實主義已是

過時的理論。3 另一方面新現實主義陣營則試圖補強瓦爾茲的權力平衡理

論，對於國家行為的分析採取多變因的解釋；亦即在權力分配變數之外，

加上其他影響變數，以解釋國家的制衡行為，並論證制衡並非國家在權力

不平衡狀態下的唯一或普遍的行為（Christensen & Snyder 1990；Walt, 1987,
1991；Schweller, 1993, 1994）。

國際關係學界對瓦爾茲的制衡假設有採取否定論者，也有修正論或補

充論者。而本論文之檢視瓦爾茲的制衡假設，主要秉持以下幾點看法。首

先，倘若當前國際現象與權力平衡理論之預期顯有不符之處，這意謂該理

論之假設有修正與補強空間。因為，經驗性的事實或例証，是檢視理論最

堅強且不可或缺的素材。例如批判瓦爾茲之制衡假設甚為嚴厲的魏士奎

（John A. Vasquez）在一九九七年發表的著名文章，從知識論層次批判現實

主義的制衡研究是一種退化性的研究計畫（degenerative research program）

(Vasquez, 1997），其二○○三年的文章則進一歩將焦點轉向以經驗性的正

確性（empirical accuracy）檢視瓦爾茲的制衡命題（Vasquez, 2003）。此

說明魏士奎意識到要批判新現實主義，除了知識論層次的高處交鋒外，更

需要落實到以經驗性證據及論述來支持自己的論點。瓦爾茲也認為，「權

力平衡理論應該透過觀察困難的案例予以驗證」（Waltz, 1979: 125）；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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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援引摩根索（Hans J. Morgenthau）的論點認為，「如果權力平衡（現象）

未產生，則該理論之假設是錯誤的」（Waltz, 1979: 120）。本論文研究三

次波灣衝突的經驗性案例，並據以檢視瓦爾茲的制衡假設，即期望在制衡

假設之論戰中提供一個經驗性的註腳。同時，本文也將解釋兩次波灣衝突

中，二級國際強權未對美國採取制衡之原因。

其次，瓦氏之結構現實主義，強調國際體系決定國家行為，然而他對

冷戰後國際體系特徵的解讀及預期發生誤判，4 而致引發學界對其理論主張

的質疑。不過，瓦爾茲對體系特徵的誤判是否等同於否定了他的理論呢？

再者，即便瓦爾茲承認蘇聯瓦解後，國際體系型態是單極體系而非兩極體

系，然而依據瓦爾茲的理論，弱勢一方理應聯合起來對抗最強大者，以防

止霸權之產生。所以，冷戰後美國與伊拉克的衝突對峙當中，其他強權應

該支持處於弱勢的伊拉克，以反制美國的行為，但兩次波斯灣戰爭卻不然

（相關論證將於第參部分分析）。若是如此，則本文探討之波斯灣案例是

否足以成為使權力平衡理論發生動搖的例證呢？

第三，瓦爾茲認為國際政治理論是處理結構對國家的壓力，而非國家

會如何回應這些壓力（Waltz, 2000: 27）。換言之，瓦爾茲認為其理論是處

理體系層次的理論，而非國家的對外行為。值得吾人討論的是，瓦爾茲不

處理國家的制衡行為（balancing behavior），則其理論可以解釋體系的平衡

結果（balanced outcomes）嗎？國家的制衡行為是不是體系平衡的必要條

件？

第四，冷戰結束已二十載，尚未如瓦爾茲所預期的出現制衡現象，則

吾人該如何解讀或解釋此種狀況？本文將探討新現實主義文獻的解釋與補

充，及評估這些修正理論是否達到補強瓦爾茲之理論的目的。再者，軟制

衡可以解釋傳統制衡之未出現嗎？這也將在本文討論之列。

歸納言之，筆者認為在理論爭辯過程中，實際的案例及新發生的事

實，常能為特定主張提供很好的支持基礎。自一九八○年以來的三次衝突

（包括發生於一九八○至一九八八年之兩伊戰爭、一九九一年之第一次波

灣戰爭，及二○○三年之第二次波灣戰爭），正好跨越冷戰之前後及歷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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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一事件之發生，藉著在同一區域但不同時期發生的衝突，作為檢驗瓦

氏之制衡假設的實證研究案例，可從中發現及比較出波灣區域衝突在跨越

不同時空所呈現的變與不變，從而檢視權力平衡理論解釋這些變化的能

力。事實上，當前學界對瓦氏的理論雖有許多討論，但少有系統性地以波

斯灣區域衝突作為檢討案例的。因此，本文以此三案例檢視瓦氏之制衡假

設，期待能增加案例探討上的貢獻。再者，本文將探討制衡現象未發生之

原因，並重新釐清瓦爾茲之權力平衡理論的特性，且針對新現實主義內部

對權力平衡理論之補充與修正的相關文獻進行討論與分析，企盼藉由案例

與理論的對照與討論，得到一些心得與啟發。

本文之論述共分為以下五個部分：壹、前言；貳、單極體系、制衡假

設與美國；參、制衡假設與三次波灣衝突；肆、制衡假設之檢視與評估；

伍、結論。

探討美國超強的國際行為，及其他強權對美國權力之反應，首先須從

國際體系層次探討一些問題：現在的國際體系結構是什麼？結構現實主義

如何解讀當前之國際體系特質？究竟國際體系在冷戰結束後，發生了什麼

變化？國際體系是兩極體系（bipolarity），多極體系（multipolarity），或

單極體系（unipolarity）？九一一事件後，國際體系結構是否產生變化？國

際體系結構如何影響美國超強在波灣區域的行為？制衡假設與美國強權行

為之關係為何？以下分就上述問題，分三個主題予以分析。首先，分析結

構現實主義對冷戰結束後之國際體系結構的認知；其次，探討當前體系結

構對美國之制約；最後，解讀制衡假設與美國強權行為的關係。

瓦爾茲是結構現實主義之先驅，其學派特徵在於強調國際體系結構論

述。然而，冷戰結束後的國際體系結構變化，反倒使結構現實主義理論遭

到頗大挑戰。

冷戰後，瓦爾茲不認為兩極體系已崩解。他在一九九三年的文章中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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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說，蘇聯崩解後，「兩極體系仍持續」（Waltz, 1993: 52），且預測德國

（或某一西歐國家）、日本及中國，會在十年至二十年內躍升為強權（Waltz,
1993: 50）。他也基於權力平衡理論而預期，美國以外之其他國家會以單獨

或集體的方式制衡美國的權力。換言之，瓦爾茲認為冷戰結束及蘇聯之瓦

解，並未使兩極體系結構產生根本改變，而且他預期其他國際強權會採取

行動制衡美國的權力，而多極體系亦將在一二十年內取代兩極體系，成為

新的國際體系特徵。

與瓦爾茲有類似論述的學者或以「單極時刻」（the unipolar moment）
（Krauthammer, 1990/91），或以「單極幻影」（the unipolar illusion）（Layne,
1993）等名詞，來形容冷戰後的國際體系特徵，以顯示美國獨強的局面只

是短暫現象，而多極體系即將來臨。米爾謝墨（John J. Mearsheimer)也直接

了當的說：「國際體系不是單極體系」（Meausheimer, 2001: 381），因為

「隨著冷戰之結束，國際基本結構沒有改變」（Meausheimer, 2001: 362）。

由上述，固然冷戰結束、蘇聯瓦解，但結構現實主義者均否認單極體系之

來臨。杭亭頓（Samuel P. Huntington）也於一九九九年跟進，支持國際體

系並非單極體系的看法。他提出一超多強的「單一多極體系」（uni-multipolar
system）概念，並認為國際體系會形成反霸聯盟，制衡美國此一體系中最強

大的國家（Huntington, 1999）。

然而，瓦爾茲本人在歷經十餘年，苦等制衡現象及多極體系不成後，

終在公元二○○○年時改口，接受國際體系已轉為單極體系的事實。他說：

「基於蘇聯的滅亡，國際政治體系已經變成單極」（Waltz, 2000: 27）。他

也稱美國擁有「未受制衡的權力」（unbalanced power）（Waltz, 2000: 28）。

亦即，瓦氏承認冷戰後之國際體系特徵並非兩極體系，而是單極體系；而

且，國際上並未產生制衡美國超強的舉動。

蘇聯瓦解後，國際體系結構由兩極體系轉為單極體系。九一一事件後，

美國基於反恐安全，採取「布希主義」（Bush Doctrine），展現其霸權意志，

在國際上進行領導，充分發揮其單極權力。吾人需從此一國際體系結構的

認知著手，方能合理解釋美國對波灣區域的政策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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雷納（Christopher Layne）認為，單極體系是指單一強權成為地緣政治

上之主宰，其權力大到足以阻止敵對之壓倒性制衡聯盟的形成（Layne, 1993:
5）。沃佛斯（William C. Wohlforth）指出，單極體系是某一國家的權力太

大，以致無法予以反制的結構（Wohlforth, 1999: 9）。盱衡美國於冷戰後在

國際體系中的權力地位，符合單極強權的定義。

其實早在一九八○年代末，史荃基（Susan Strange）就從安全、生產、

金融及智識等四個相關聯的結構權力面向，分析一九八○年代後半之美國

權力，認為美國並未衰微（Strange, 1989: 161-76）。而布朗（Chris Brown）
以上述四面向分析冷戰後的美國權力，認為美國在各面向均仍獨占全球鰲

頭（Brown, 1997: 179-80）。論者甚至認為，從冷戰結束開始，美國與其他

國家之軍事及經濟權力差距有拉大現象（Brooks & Wohlforth, 2002）。朴申

（Barry R. Posen）更指出，美國控制全球陸、海、空及太空等公共領域

（Command of the Commons），促使美國具有全球的軍事優越地位（Posen,
2003: 8-19）。顯然，美國具有全球超強的權力，而瓦解後的俄國及其他世

界強權，均不足以產生壓倒性的制衡力量，以反制美國。當前國際體系結

構為單極體系，殆無疑義。

體系結構之「極」（polarity）的變遷，會影響國家如何提供自己的安

全（Waltz, 2000: 5）。依權力平衡理論之邏輯，冷戰後美國自冷戰時期兩

極結構之束縛中解放，成為不受制約的強權，而有相當大的政策裁量空間

（Mastanduno, 1997: 56）。在冷戰時期之兩極體系結構下，美國必須回應

體系之限制，所以一貫地支持世界上反蘇聯或反共產主義之政權。而在單

極體系下，因國際限制已解除，美國之干預政策可較為隨性且間歇地進行，

對於干預失敗之成本及聲譽也較不擔心（Mastanduno, 1997: 56-57）。所以，

相對於兩極體系時期，美國在單極體系下較能隨心所欲。

不過，權力與領導之間並無必然的連結，霸權國有強大的力量，並不

代表它一定會將權力向海外投射（Keohane, 1984: 34-35）；美國在冷戰後

具有單極權力，並不代表它會遂行霸權作為。事實上，美國是在九一一事

件後揭櫫「布希主義」，才正式將美國之單極權力與霸權意願做了連結（陳

文生，2005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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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瓦爾茲的思維中，權力平衡理論中的制衡假設與強權行為有何關

係？制衡因素可能對美國超強產生什麼影響呢？瓦爾茲強調，強權行為會

受到「制衡」因素的約束，因此體系結構會導致「現狀強權」之出現。因

為，強權一旦顧慮他國或他國組成之聯盟會採取制衡手段，而危及其安全

時，則該強權不會任意採取擴張性政策。

瓦爾茲指出：「各國家所首先關心的，不是追求權力極大化，而是維

持他們在體系中的地位」（Waltz, 1979: 126-27）。瓦氏固然認為國際體系

是一「競爭性體系」（competitive system），但他基於國際體系之「權力平

衡反復成形」的特性，而主張國家不會膨脹權力地位（Waltz, 1979: 128）。

因為，權力平衡理論認為，「組織是因敵人而建立，其組成是為了對抗所

感受到的威脅」（Waltz, 1993: 75）。因此，「二級國家，若能自主選擇時，

會成群倒向較弱的一方，因為較強一方才對他們構成威脅」（Waltz, 1979:
127）。瓦氏的思維是，強權因擔心其擴張性或侵略性的行為導致反霸聯盟

之形成，而對權力的追求有所節制，所以不會無限度的追求權力（Schmidt,
2004: 435）。

史耐德（Jack Snyder）支持瓦爾茲的論調，並認為侵犯性現實主義

（aggressive realism）提出強權會透過擴張而取得安全的主張，是一種「帝

國的迷思」，也違背權力平衡理論。他指出，各國會組成防衛聯盟遏制侵

略國之擴張，或進行預防性侵略以阻止重大威脅行動之發生（Snyder, 1991:
1-13）。亦即，國際制衡之存在，使強權受到制約，而不至於一味地擴張

權力。葛瑞可（Joseph M. Grieco）也提出，國家是「防衛性的立場主義者」

（defensive positionalists）（Grieco, 1997: 166-168, 186），以支持「現狀強

權」的主張。

歸納而言，瓦爾茲從制衡假設得到「現狀強權」的結論。當不平衡發

生時，國家或國家組成之聯盟會對較強大者施以制衡，所以強權會以安全

為重而不輕舉妄動。瓦氏基於權力平衡理論而主張國家會追求「安全」極

大化，不會追求「權力」極大化。他認為，國際無秩序使各國想採取制衡

措施。當強大國家出現時，較弱的各國會組成反制聯盟；而強權顧慮反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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聯盟之出現，不會無休止的追求權力極大化。亦即，強權會擔心制衡之發

生，而不採取擴權行動。吾人套用瓦氏之假設，則美國是否以軍事手段介

入波斯灣區域，將會受制衡因素存在與否的影響；若不預期有制衡發生，

則軍事手段可能成為美國波灣政策的選項。下一部份將進一步以波斯灣的

實例，探討此一主題。

瓦爾茲強調，體系的權力平衡特性，導致強權追求安全極大化，但不

會追求權力極大化，因為強權擔心受威脅國家們採取反霸的制衡手段，反

而危及自己的安全。瓦氏認為，權力平衡是一再重覆發生的現象（Waltz,
1979: 128, 1993: 53, 2000: 27），「不是特殊而短暫的情況」（Waltz, 1993:
53）。換言之，受威脅的國家所採取的制衡行為，在體系發生不平衡時一

定會自動出現；而強權評估將遭到制衡時，會採取現狀政策，不進行擴權

行為。

吾人歸納制衡假設的幾個命題如下：(1) 制衡是國家的普遍行為趨勢；

(2) 強權擔心因擴權而遭到制衡，所以會以安全為考量，不追求額外的權

力；(3) 國家會加入弱勢一方以制衡強勢一方，因為強勢一方構成威脅，亦

即，潛在霸權會遭到其他國家之反擊。

根據瓦爾茲之制衡假設，推演出與本論文主題相關的兩個命題：

1. 基於安全極大化的假設，美國唯有預期不會受到制衡，才會以軍事

介入波斯灣；

2. 基於弱勢一方會結盟以制衡強勢一方的假設，主要強權或強權組成

之聯盟，對於美國軍事介入波灣，會採取制衡措施。

本文以跨越冷戰前後的三次波斯灣衝突──包括兩伊戰爭（冷戰前）

及兩次波灣戰爭（冷戰後）──為例，探討美國在波斯灣的作為及其他強

權對美國之反應，藉以檢視瓦爾茲之制衡假設。以下分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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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上，波斯灣區域在英國於一九七一年撤軍後，迄伊朗一九七九年

伊斯蘭革命前，主要是由美國所支持之伊朗，與蘇聯所支持之伊拉克兩大

區域強權對抗之態勢（陳文生，2001：13-14）。此時期美國對波灣採行「尼

克森主義」（Nixon Doctrine），將波灣區域的安全委由伊朗（及沙烏地阿

拉伯）負責，而不直接駐軍，以免重蹈越戰之覆轍（Acharya, 1989: 21-23；
Tavakkoli, 1995）。但伊朗爆發何梅尼（Ayatollah Ruhollah Khomeini）領導

之伊斯蘭革命後，一方面新政權之反美態度及伊朗人質危機發生，使美伊

交惡，「尼克森主義」亦煙消雲散；另一方面，伊朗以激烈手段推動「輸

出革命」（export of revolution）政策，試圖推翻伊拉克及沙烏地阿拉伯等

波灣鄰國之世俗政權，致突顯其稱霸波斯灣的企圖。為因應此一發展，伊

拉克於一九八○年九月引爆延續長達八年的兩伊戰爭。

事實上，美國自一九七九年底蘇聯大舉入侵阿富汗後，即改採「卡特

主義」（Carter Doctrine）。卡特總統表示：「任何試圖控制海灣區域的外

力，將視為是對美國之重大利益（vital interests）的攻擊，美國對於此種攻

擊將以包括武力在內的任何手段予以排除」（Carter, 1980）。此彰顯卡特

政府對蘇聯在該等區域之擴張，採取圍堵政策（周煦，2001：97-129）。

基本上，美國對於兩伊戰爭的政策，也正受到冷戰時期兩極體系之美

蘇對抗的制約。在美蘇對抗下，美國之波灣政策重點在於，不讓兩伊之任

一國倒向蘇聯或讓蘇聯在該區域擴張。一方面，蘇聯與兩伊之接觸比美國

深，所以在蘇聯因素影響下，美國擔心幫助任何一邊，會將另一邊推向蘇

聯；另一方面，美國不願見到兩伊在戰爭中有任何一方獲得明顯勝利。從

當時的情勢分析可知，伊朗在革命後本就與美國交惡，而相對與蘇聯較親

近；至於伊拉克勝利可能導致伊朗分裂及蘇聯干預該國（Acharya, 1989:
126-128）。所以，美國對於兩伊戰爭基本上是採取讓兩強彼此對抗、相互

消耗的政策（陳文生，2001：135-136），藉此避免波灣區域產生單一霸權。

至於蘇聯在兩極對抗思維下，既想維持與伊拉克的關係，也不願伊朗戰敗，

而導致伊朗之親西方政權取代伊斯蘭革命政權。

由兩伊戰爭的案例可知，美國與蘇聯之波灣政策都受到彼此制衡之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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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兩大超強對兩伊戰爭之官方態度都採中立政策，但也試圖使波灣之權

力平衡有利於己；不過，雙方始終未有直接的軍事介入行動。事實上，兩

伊戰爭成為延宕多年的消耗戰，除了區域層次之權力結構問題，更受到國

際兩極體系之結構限制的影響。

由上述分析，美國對於兩伊戰爭之情勢，因與蘇聯相互制衡，因此未

採直接軍事介入政策。此符合瓦爾茲之制衡假設。

兩伊戰後，波灣區域權力態勢呈現倒向伊拉克的不平衡狀態；伊拉克

入侵科威特後，使此種不平衡情勢更形加重。一九九○年八月二日凌晨，

伊拉克十萬軍隊跨越科威特邊界，隔日即佔領、控制及併吞科威特。伊拉

克之區域霸權企圖，及波灣區域之不平衡狀態至為明顯。

針對伊拉克入侵科威特，美國是否採取反制行為呢？美國於科威特危

機爆發後數日即展開「沙漠盾牌行動」（Operation Desert Shield），派軍隊

駐防沙烏地阿拉伯；九月六日時，美軍部署在沙國、波灣及紅海人數已超

過十萬（周煦，2001：206）。此無疑是美國採取制衡伊拉克擴張的初步作

為。一九九一年元月十六日，美國進一步率領多國部隊執行「沙漠風暴行

動」（Operation Desert Storm），對伊拉克執行空襲及全面地面作戰，於歷

經四十餘天後擊敗伊拉克軍隊，將之逐出科威特境內。

從國際體系層次而言，美國在準備發動第一次波灣戰爭時，是否認為

將會遭到制衡？而美國出兵後是否遭到其他國際強權制衡？事實上，美國

因應科威特威危機之發生，除派兵至波灣外，也進行各種外交穿梭，特別

是於十一月下旬推動授權對伊拉克動武的聯合國安理會第六七八號決議

（UNSC, 1990）。該決議獲得十二票贊成通過，世界主要強權包括法、英

及美國於冷戰時的敵人蘇聯都支持對伊拉克動武；中國投棄權票但未否決

該案。第六七八號決議之通過，意味著如果伊拉克未依決議於期限內撤軍，

則美國對其動武會獲得國際社會支持，而不至於受到世界主要強權之制

衡。因此，美國預期其對伊拉克動武，不僅不會受到主要強權制衡，更會

獲得國際社會以實際行動支持作戰。

以此案例與制衡假設之兩大命題相互對照的結果為：首先，美國預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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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兵伊拉克不會受到制衡，因此最後採取軍事手段介入矯正波灣之權力不

平衡態勢；吾人可說，這點尚符合制衡假設中之國家會在無制衡顧慮下從

事軍事行動。其次，美國之出兵伊拉克，不僅未受到世界主要強權制衡，

反而受到支持，這與制衡假設似有落差。事實上，從權力平衡角度，冷戰

結束後之國際體系的權力結構往美國傾斜，其他國際強權理應聯合抵制較

強大之美國才對；但國際局勢之演變顯然不是這樣。更且，國際社會係透

過聯合國之「集體安全」（collective security）制度，對伊拉克用武，更與

權力平衡理論不可同日而語。

依權力平衡理論，在多極體系中之其他行為者，只會將破壞平衡之行

為者打敗，而不會將之殲滅。凱普蘭（Morton Kaplan）指出，權力平衡體

系（即多極體系）之行為規則是要讓戰敗國重回體系，以免因主要行為者

之降低而造成體系之不穩定（Kaplan, 1957: 22-24, 27）。很明顯地，美國之

出兵波灣，主要目的是確保伊拉克不再具有威脅能力，並非要以武力推翻

海珊政權；所以，美國在戰況勢如破竹之下，並未乘勝追擊至巴格達（周

煦，1990：219-224）。其實，美國是試圖讓戰後的波灣，維持伊拉克與伊

朗兩強互相牽制的格局（陳文生，2005b：7），這部分符合權力平衡的假

設。

明顯地，美國於二○○三年對伊拉克出兵，並非因為伊拉克有爭奪霸

權行為，或者波灣區域產生不平衡狀態。其實，美國發動的是一場「預防

性戰爭」（preventive war）；既未經聯合國安理會授權，也不合乎聯合國

憲章及國際習慣法（陳文生，2003b）。如前所述，美國在第一次波灣戰後，

未擊潰伊拉克，讓波灣仍維持伊拉克與伊朗兩強對峙牽制的格局。然而，

波灣區域未出現失衡狀態，美國為何出兵呢？美國出兵有否預期會遭到制

衡？美國出兵後是否受到制衡？

無疑地，美國於發動戰爭前試圖透過聯合國安理會授權對伊拉克動武

的過程，受到法、俄、中等強權之阻撓。包括美國於二○○二年十一月間

曾試圖讓可能引發對伊動武之「暗藏板機」（hidden trigger）條款在第一

四四一號決議案中闖關，但遭到法俄中三大強權在安理會牽制，而使該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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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無法構成對伊拉克直接動武的授權。此外，美國於二○○三年二月進一

步試圖讓聯合國繼一四四一號決議之後，通過一明確授權對伊動武的決

議，但仍遭到法俄中之反對；法國更表明將否決任何包含最後通牒或自動

用武之決議案（陳文生，2004：24-29）。但美國無視於其他國際強權之

反對，以「伊拉克自由行動」（Operation Iraqi Freedom），逕行對伊拉克

動武、推翻海珊政權、控制伊拉克領土。

基本上，小布希（George W. Bush）於二○○二年元月發表內含「邪惡

軸心」（axes of evil）論之國情咨文後，就開始有系統地強調，要以推翻海

珊政權之方式，解除伊拉克之威脅（陳文生，2004：24-25）；他更在二○

○二年九月之聯大演說中，具體而強烈地表達美國不排除主動解決伊拉克

之威脅（White House, 2002a）。而第一四四一號決議通過後，美國白宮幕

僚長卡德（Andrew Card）在被問及一旦伊拉克未遵守該決議後美國之用武

程序時表示：「我們不需要他們（指聯合國）的允許」（Reuters, 10 Nov.
2002）。由此，美國對於解決伊拉克問題之急迫感及單邊主義傾向，至為

明顯，且在出兵前也未對其他強權會否進行制衡有所顧忌。

事實上，世界其他強權雖不願美國出兵伊拉克，但對於其軍事介入波

斯灣，並無具體的制衡行動。雖然各強權在聯合國安理會一四四一號決議

案中阻撓美國提議之動武授權，但這都僅止於政治上的折衝，並非權力平

衡假設所認定之具體的軍事制衡。5

將第二次波灣戰爭之案例，與制衡假設對照後可知，美國因不擔心受

其他強權軍事制衡而斷然出兵，此與制衡假設相符；然而其他世界強權在

戰前及戰後均未具體對美國實施軍事上的制衡，因此未印證制衡假設之預

期。

其實，美國之出兵伊拉克，不是基於波灣區域的權力不平衡，而是在

九一一事件後，擔心恐怖主義團體經由流氓國家取得大規模毀滅性武器，

致有發生災難式恐怖主義（catastrophic terrorism）的「緊迫危險」（imminent
threat）。小布希總統基於美國在反恐時代之威脅來源改變，而改採「先制」

                                                 
5

（soft balanc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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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emptive）攻擊戰略；伊拉克正是其應用此戰略的案例。他指出，美國

的反恐作戰不是以防衛取勝，必要時需採取「先制」的行動（White House,
2002b）。小布希於二○○三年三月十七日向海珊下最後通牒之演說中也指

出，若在恐怖主義敵人先發動攻擊之後才做回應，並非自衛，而是自殺；

而美國有使用武力以確保其國家安全的至高權力（White House, 2003）。由

此可知，美國出兵伊拉克之行為，主要是自我安全之考量，而且其行為也

未遭到其他強權之制衡。

根據三次波灣衝突中美國在波灣之作為，及其他強權之反應，檢証制

衡假設之兩大命題，得到結論如下（請另參閱表 1）：

1

項 目

時 期
衝 突 名 稱

美 國 採 取

軍 事 介 入

美 國 預 期

將 受 制 衡

（第一項命題）

美 國 行 動

遭 到 制 衡

（第二項命題）

符 合

制 衡 假 設

冷戰時期
兩伊戰爭

（1980～1988）
否 是 ── 是

冷 戰 後
第一次

波灣戰爭

（1991）
是 否 否 否

9/11 後

第二次

波灣戰爭

（2003）
是 否 否 否

資料來源：作者依內文研究結果整理

第一個命題：美國預期不會受到制衡，才會以軍事介入波斯灣。此項

命題在三個案例中都獲得印證。三次波灣戰爭衝突中，美國在兩伊衝突時，

因顧慮蘇聯之反制而採平衡政策，未有直接軍事介入；至於第一次及第二

次波灣戰爭，則都是在無制衡之虞而出兵。簡言之，瓦爾茲強調強權基於

安全極大化考慮，在有制衡之虞下不會貿然出兵；美國在此三次衝突之行

為合乎此一預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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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個命題：國際體系中之主要強權或強權組成之聯盟，會採取制衡

美國之措施。依前述論証，兩伊戰爭可以支持此項命題，但第一次及第二

次波灣戰爭，卻無法印證此一命題。換言之，瓦爾茲所預期之強權或強權

組成的聯盟，會制衡美國的現象，並未在兩次波灣戰爭出現，因此其假設

與實際現象之發展有所出入。

由前述之檢証發現，瓦爾茲之制衡假設，可以解釋美國在三次波灣衝

突中之出兵與否的考慮，以及美國在兩伊戰爭（發生於冷戰時期）中對制

衡的顧慮。但冷戰結束後的兩次波灣戰爭中，其他強權卻未發生制衡美國

的作為，此等現象對瓦爾茲的理論造成什麼樣的衝擊？瓦爾茲及新現實主

義如何解釋制衡之未出現的狀況？此處將分析兩次波灣案例中制衡現象未

出現的原因，並針對本文在前言提出對瓦爾茲理論的諸多疑問，逐一討論，

包括：瓦爾茲對冷戰後的體系特徵解讀有誤，是否足以論證瓦爾茲的權力

平衡理論有誤？瓦爾茲如何解釋冷戰後制衡未出現的現象？瓦爾茲認為其

理論是處理體系層次的理論，而非國家的對外行為，然而，不處理國家的

制衡行為，其理論可以解釋體系的平衡結果嗎？單極體系會維持多久？單

極體系下的制衡何時會出現？瓦爾茲以外的新現實主義對制衡假設做了哪

些補充，這些補充解釋能否對瓦爾茲的結構理論產生補強作用？有學者將

傳統制衡的定義擴充至包含軟制衡，但軟制衡與現實主義所強調之制衡概

念相通嗎？以下將依序分析之。

固然包括瓦爾茲在內的學術界人士普遍同意，冷戰後的國際體系由兩

極體系走向單極體系。然依照權力平衡理論，即便是在單極體系下，仍是

會發生制衡現象的，否則體系如何轉變，權力平衡又如何能重複出現呢？

就本文探討冷戰後的兩次波灣戰爭而言，制衡美國之行為何以沒有發生？

以下從國際體系結構型態、超強的意志、同盟關係、二級強權的國家利益

及意識型態等面向予以探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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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國際體系的結構型態而言，單極體系特徵可以對制衡現象之未發生

做部分解釋。相較於兩極體系，冷戰後的單極體系可以解釋為何美國的國

際行動較不受到羈絆，而且在區域衝突處理中居於主導地位。而對於二級

國際強權而言，冷戰結束代表美國超強之勝出，體系結構的轉折形成美國

與其他國家在權力上的懸殊差距，他們在無法抗衡美國之情況下，而未採

取制衡行為。簡言之，從體系結構的解釋角度，單極體系使美國超強在國

際上的行動游刃有餘，也在波灣的區域衝突處理中居於主導，而此一結構

也迫使其他強權無法予以制衡。就一九九一年的波灣衝突而言，英、法等

歐洲強權不僅未制衡美國，反而採取偎大邊政策向美國靠攏，包括支持聯

合國安理會第六七八號對伊拉克動武決議，並出兵參與美國為首之多國部

隊，共同對抗相對弱勢的伊拉克。至於蘇聯與中國雖沒配合參與軍事行動，

但既未杯葛聯合國決議，更無制衡之作為。6 而針對二○○三年的美伊戰

爭，其他國際強權充其量只是基於正當性考量，而反對由安理會通過授權

出兵的決議，但並無採取軍事上制衡之行為。

其次，超強的意志會影響美國與其他強權的互動。一九九○年伊拉克

入侵科威特後，老布希總統揭諸「世界新秩序」（New World Order）的理

念，表達美國希望透過與其他國家合作及共同分擔責任的方式，解決爭端，

維護世界秩序。代表美國雖是世界唯一超強，但仍願意以多邊合作的方式

進行領導。在此一背景下，歐洲支持美國之出兵，蘇聯消極配合，中國不

杯葛。但美國在遭受九一一攻擊後，小布希基於反恐安全而採取「布希主

義」，強調以單邊行動維護其國家安全，於是美國的霸權意志使單極體系

之權力差距的特徵更為明顯。美國既不在乎其他強權是否支持，也不認為

其他強權會有制衡動作，於是，在聯合國未授權且其他強權反對之下仍堅

決發動第二次波灣戰爭。而其他國際強權在面對美國貫徹意志的決心，也

更認清無能力對抗美國的單極權力。

第三，同盟關係會影響制衡之運作。其實，歐洲強權是美國的長期盟

邦，俄國與中國也都與美國簽訂戰略伙伴關係，因此除非波灣區域次體系

                                                 
6 678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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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衝突，會影響各國之重大利益，否則他們不會對美國霸權之干預伊拉克

進行制衡，以免與美國發生正面對抗。尤其是歐洲強權，他們與美國在國

際總體系的結盟，主要是要對抗國際層次的潛在敵人，且其安全仍須美國

之保證與協助，並不至於因為區域次體系的問題，而與俄中等強權進行結

盟以制衡美國。

第四，二級強權的國家利益。第一次波灣戰爭，各國在波灣的共同石

油利益，有助他們採取向美國靠攏的偎大邊行為，以便與美國共同行動、

共享利益。第二次波灣戰爭時，二級強權除英國外，因考慮對伊拉克作戰

不具正當性，而不願配合出兵。但基於美國的行動並不會危及到他們的國

家安全，而且美國也不至於把西方盟邦在波灣的石油利益等全部搶走，這

使得他們雖反對出兵伊拉克，但也不採取制衡的作法。

第五，意識形態因素。在總體系層次的意識型態而言，西方基督教文

明的自由民主體制，與東方回教文明的專制獨裁政體之爭，使歐洲強權不

易與伊拉克結盟而對抗美國。至於俄國與中國，一方面其宗教文明與回教

世界有所不同，另方面他們在經濟改革開放及政治現代化上，日益受美歐

國家意識型態之影響。所以從意識型態上看，二級強權在沒有重大利益攸

關的情況下，要與有獨裁惡名的伊拉克海珊政權結盟，去對抗代表主流意

識型態的美國，並不容易。

依上述之分析，二級國際強權未制衡美國之出兵伊拉克，主要受體系

結構、強權意志、同盟關係、國家利益及意識型態等因素之影響。換言之，

二級強權對波灣衝突之行為，除了受體系層次的因素影響外，也受到體系

內之因素的影響。其實，二級強權在次體系的行為，雖受總體系結構之制

約，但仍有相當的活動空間。吾人比較一九九一年及二○○三年兩次波灣

衝突可以發現，同樣處於單極體系的結構下，但二級國際強權對於美國的

出兵行為，卻有截然不同的作法。在一九九一年時，歐洲強權積極支持，

蘇聯與中國未反對；在二○○三年時，則二級強權中除了英國之外，幾乎

都反對。由此可知，二級強權在區域次體系的行為，較不受體系結構的限

制，而可以有一些行動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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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本文所探討之案例可知，即便瓦爾茲承認冷戰結束之後的國際體系

是單極體系，但他所預期的制衡行為並未出現。似乎體系結構的問題解決

了，但制衡假設仍無法令人信服。因為擺在眼前的國際體系不平衡狀況，

從冷戰結束至今已經二十年了，但制衡行為卻遲遲沒發生。難道制衡真的

不見了？瓦爾茲及新現實主義者如何解釋所謂平衡的中斷（ balance
disrupted）或遲緩的制衡（sluggish balancing）呢？7

瓦爾茲未能正確解讀冷戰後之國際體系由兩極轉向單極，致其理論遭

到質疑。迦帝斯（John Lewis Gaddis）認為，瓦爾茲最大的弱點在於無法解

釋結構變遷。他指出原因說，如果體系結構反映各單元之間的權力分配，

而如果權力分配的變化會改變體系結構的話，除非這些權力的改變是來自

體系內國家的權力變化，否則吾人難以得知這些變化從何而來（Gaddis,
1992/93: 34）。沃佛斯（William C. Wohlforth）也指出，瓦爾茲對體系變遷

之處理不佳，以致論者以冷戰結束後之國際體系批評結構現實主義

（Wohlforth, 1994/95: 92）。吾人認為，瓦爾茲之理論無法充分解釋體系結

構之變遷，使其未能正確認知冷戰後之國際體系結構為單極體系，也因此

無法解釋為何美國在冷戰後的兩次出兵波灣，均未受到其他強權的制衡。

瓦爾茲於二○○○年的文章中指出：「基於蘇聯的滅亡，國際政治體系已

經變成單極」（Waltz, 2000: 27）。此乃承認其一九九三年文章對國際體系

特徵轉變的誤判。

不過，即便瓦爾茲對冷戰後之國際體系結構特質的解讀有誤，以致制

衡行動未出現，但並不代表其理論之錯誤。依照權力平衡理論的邏輯，縱

使體系處於不平衡的狀態下，制衡行為並不必然是相對弱勢國家應付最強

國家之權力的唯一行為選項。換言之，制衡行動在某段時間沒發生，並不

代表否定了權力平衡理論，也不足以推論瓦爾茲所建構的國際政治理論是

                                                 
7 2000 （Waltz, 2000: 27,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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錯誤的。瓦爾茲在其一九七九年之「國際政治理論」一書中即指出，制衡

並非政治行為的普遍模式（Waltz, 1979: 125）。他認為，政治行為者的行

為選項並不以制衡彼此（balance each other）為限，也可能採取偎大邊（climb
on the bandwagon）行為，此端視體系結構而定。他指出，當體系中無領導

者時，一些未來可能的領導者之間會進行競爭，於是其中的某一些人會組

成聯盟去牽制其他人的進展。但這是群龍無首的情況下才會發生的。只要

眼看其中有人要成為贏家時，幾乎所有人都會偎大邊，而非建立聯盟以防

止贏家取得權力。於是，偎大邊（而非制衡）就成為典型的行為（Waltz, 1979:
25-26）。

依瓦爾茲之理論見解，若是在無明顯領導者的狀況下，體系中的國家

會在競爭中發生制衡行為；若是預期有贏家出現，則其他各國會採取向領

導國靠攏的偎大邊行為。由此可知，依瓦爾茲之理論原意，制衡並非是國

家在權力不平衡之國際體系中唯一的對外行為，反而是當領導國出現的當

時，偎大邊將成為各國普遍的行為模式。其實，瓦爾茲在一九九三年文章

中之所以預期國際體系會產生制衡行為（預期其他國際強權會制衡美國），

而非偎大邊行為，此乃瓦爾茲忽略冷戰後之國際體系特徵已轉變為單極體

系的事實所致。換言之，是他未能正確判斷國際體系特徵之轉變，而致在

推論其他國際強權行為時產生誤差，並非其權力平衡理論本身出現問題。

依瓦爾茲前述的理論邏輯，蘇聯之瓦解代表美國成為贏家，其他國際強權

會靠向美國而非制衡美國，因此本文探討之一九九一年及二○○三年的兩

次波灣戰爭中，美國以外的國際強權都沒有制衡美國的行為，這樣的行為

模式並不違背前述瓦爾茲在一九七九年之著作所建立的理論推論。也就是

說，瓦爾茲預期國家在不平衡狀態下並不以採取制衡行為為限，也有可能

採取偎大邊的行為，因此即便冷戰後的兩次波灣戰爭未發生制衡美國的現

象，但尚不足以論證瓦爾茲理論的錯誤，而權力平衡理論也不因此而遭到

否定。

再者，總體系與區域次體系之層次有別，次體系的事實發展是否可以

驗證或否定總體系的法則呢？本文研究之波灣兩次衝突未出現制衡現

象，是發生在區域次體系的層次，則這兩個案例是否足以否定瓦爾茲的總

體系理論呢？此問題的重點在於：美國對伊拉克之出兵，會不會使國際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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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內產生相對權力地位之變化，以及美國之出兵會不會使體系變成不平

衡。首先，國際體系型態在冷戰後就已經成為以美國超強為主導的單極體

系，所以美國在一九九一年及二○○三年之出兵行為，並無意也不會改變

國際強權間之權力地位的變化，而是採行現狀政策（陳文生，2005b：4-
6）。其次，國際體系形成權力集中於美國的不對稱現象已是既定事實，

不會因為美國的出兵而導致體系形成新的不平衡。易言之，美國作為單極

超強，其出兵伊拉克是一種現狀政策，目標是在維持既有的領導地位，而

不是要改變體系的現狀。因此，本文探討之兩次波灣衝突中，雖其他國際

強權未採取制衡美國的行為，而與制衡假設有所出入，但兩個案例的發展

並不至於牽動總體系之相對權力地位或體系型態的改變，因此不盡然能印

證總體系之運作規則出問題，也無法據以否證瓦爾茲的權力平衡理論。

不過，瓦爾茲雖同意蘇聯瓦解後的國際體系是單極體系，也指出制衡

並非國家面對不平衡體系的唯一行為。可是依權力平衡理論，即便是單極

體系也會發生反霸制衡。然而冷戰後之單極體系為何沒發生制衡美國強權

的現象？以下進一歩分析瓦爾茲的解釋。

就本文探討之案例可知，國際體系隨著冷戰結束而產生不平衡的第一

時間裡，其他強權未有制衡美國的動作。於是，如本文第二部份所述，瓦

爾茲等人退而求其次地企盼遲來的制衡。他們所謂「單極時刻」（unipolar
moment）的用語，亦形同「等待制衡的時刻」（The Moment of Waiting for
Balancing）。瓦爾茲支持「單極時刻」的主張，並認為新的平衡正在慢慢

形成（Waltz, 2000: 30）。然而他如何解釋此一「等待時刻」呢？

瓦爾茲指出，冷戰後雖未出現制衡美國的狀況，但那只是體系平衡的

「中斷」（disrupted），某一天就會恢復的（Waltz, 2000: 27）。可是，單

極時刻何時結束？如何解釋他所指稱的「遲緩的制衡」呢（Waltz, 2000:
27）？哪一國或哪一群國家有物質力量及政治意志，使「單極時刻」終結

呢？瓦爾茲解釋說，理論只能讓吾人知道新的權力平衡會形成，但無法知

道要花多久時間；此乃國內及國際的情境（conditions）決定的（Waltz, 2000:
30）。他認為現實主義與其他社會科學理論有一樣的侷限性，亦即，比較



政治科學論叢∕第四十期∕民國 98 年 6 月 63

能夠得知將發生什麼事（what will happen），較難回答何時會發生（when it
will happen）。因為，國際政治理論處理的是結構對國家的壓力，而非國家

將會如何回應這些壓力（Waltz, 2000: 27）。

固然，瓦爾茲迴避當前美國獨強之單極體系會維持多久的問題，但作

為結構論者，必然要處理當前單極體系的結構型態如何轉變的問題。依照

權力平衡的邏輯，單極體系是不平衡的體系型態，此一型態終將結束，而

體系也會回復到平衡狀態。但問題是，單極體系如何終止？體系的平衡如

何達成？制衡行為是否為體系達成平衡之必要條件？體系的不平衡狀態，

有賴制衡之出現予以矯正，但瓦爾茲不處理國家層次的制衡行為，則如何

解釋體系層次之達成平衡？

瓦爾茲認為單極體系不會維持太久的理由有二：(1) 主導強權在海外執

行太多任務，長期而言會削弱自我；(2) 即便主導強權的行為溫和且節制，

但較弱國家仍會擔心其未來的行為及其未受制衡的權力，因此某些國家會

試圖自我增強力量，或與他國結盟，以便將國際的權力分配帶到平衡狀態

（Waltz, 2000: 30）。

由第一個理由觀之，瓦爾茲採納了「霸權興衰論」的角度，預言美國

之過度付出，會腐蝕霸權的主導地位，使單極體系消失。瓦爾茲認為，美

國試圖保持單極體系之永續存在注定要失敗，因為美國為了維持領導地位

所執行的任務，會超出其所擁有的經濟、軍事、地理及政治資源。由此，

瓦氏對於體系結構變遷之解釋，除了權力平衡邏輯外，亦加入霸權衰微

論，作為其體系理論的補強。不過，如果單極體系之消失是因為霸權之自

我衰微所致，此表示體系結構的變遷是因為體系內國家之權力變化所致；

亦即，體系內國家之權力變化，會導致體系之相對權力分配的改變，而使

體系結構產生改變。就此而言，究竟是體系制約單元，還是單元層次可以

促成體系的改變？如果單元可以影響體系，則瓦爾茲是不是背離了結構現

實主義的論述呢？瓦爾茲認為，結構會影響單元，而單元也會影響結構，

也因為如此，國際政治的模糊性無法解決。但只要單元層次或結構層次之

因素只是影響（affect）而非決定（determine）結果，就不會背離新現實主

義；畢竟理論無法去除政治的不確定性，而只是幫助我們理解它而已（Waltz,
1990: 36-37）。而且作為結構解釋者，縱然發現結果（outcomes）同時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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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結構及單元層次的影響，也不必問單元層次的變化如何影響結果（Waltz,
1990: 37）。

從第二個理由觀之，則體系之達成平衡，仍有賴國家採取制衡行為。

但是，制衡是不是體系平衡的必要條件呢？瓦爾茲認為，美國為了維持霸

權地位所做的努力，正是破壞其霸權地位之最確定的方法。因為，美國為

了維持主導地位的作法，會激起其他國家想克服這種情況，這樣就會形成

體系的權力平衡（Waltz, 2000: 36-37）。其實，就瓦爾茲的權力平衡的邏輯，

不論單極強權是否自我衰弱，制衡勢必會產生的，因為其他國家會抗拒霸

權維持既有之地位，而做出使體系回復平衡的作為。固然在回復平衡的過

程中，制衡並非國家的唯一行為，但結構會迫使制衡行為出現，而制衡之

發生將使體系走向平衡。但是，若沒發生制衡，則體系是否可能達成平衡？

李維（Jack S. Levy）指出，若依克勞德（Inis L. Claude）的分類，瓦爾茲之

體系平衡論是屬於「自動的」平衡（Claude, 1962: 43-46），因此主張平衡

的結果不必然需要國家的制衡行為；亦即，瓦爾茲認為制衡並非體系平衡

的必要條件。李維亦分析指出，平衡的結果及制衡的行為，有可能只出現

其中之一：有可能制衡出現了，但因制衡失敗而形成霸權狀態（即不平衡

的結果）；也可能沒有真正發生制衡，但各國因害怕遭到制衡，而形成無

霸權之結果（Levy, 2003: 133）。

然而，國際體系恢復平衡的因果過程是什麼？瓦爾茲遭批評只預測體

系會達成平衡，卻沒有處理其如何發生；亦即，瓦爾茲只預測結果，但欠

缺分析結果發生之因果過程。李維認為，理想的權力平衡理論，應該既預

測結果，也能預測國家的制衡行為（Levy, 2003: 132-133）。其實就社會科

學方法論而言，本就會產生解釋模式上的全列式（idiographic）與代表式

（nomothetic）的抉擇與侷限性。前者試圖窮盡某一行為背後的所有條件，

以便對該行為進行完全解釋；後者是要找出最重要的因素，對某一行為作

一般化的解釋。瓦爾茲不僅是後者，而且他的理論更是簡約式的

（parsimonious）結構理論，主張國際關係與國家行為只能被單一變數所解

釋，而這個變數就是無秩序的國際體系結構。

結構論者認為有看不到的結構（unobservable structures）存在，結構的

影響方式雖是間接的，但卻是影響體系運作及體系內成員行為的重要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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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從瓦爾茲的角度，國際政治體系的結構就是體系的組織性或次序性的

原則，國家行為及體系結果的變化是因為體系本身之改變的結果，而體系

改變之主要決定因素就是結構。他認為國際政治體系的次序原則是無秩序

狀態，在此一無秩序結構下，體系層次之變化（例如極的變化）才是重要

的影響因素，體系內或單元層次的因素並不重要。因此，瓦爾茲的理論，

著重在解釋體系的趨勢及結構性變化，而不在於解釋細節、短暫的現象或

單元層次之行為。也因此他認為冷戰後國際強權之未制衡美國的現象，突

顯現實主義理論與社會科學理論的共同侷限在於，只能告訴吾人方向，但

沒辦法預測時間。依照瓦爾茲的解釋，國際政治體系的本質是無秩序，只

要這樣的結構特徵不改變，則國家行為者自然會採取使體系走向權力平衡

的行為，而國際體系終究會回復到平衡狀態。

瓦爾茲在二○○○年發表之文章，承認國際政治體系變成單極體系，

但認為單極體系不會維持太久，因為各國在面臨未受制衡的權力時，會試

圖增加自我權力或彼此結盟，以便將國際的權力分配帶回至均衡狀態

（Waltz, 2000: 28）。固然瓦爾茲辯護說，當前國際體系終究還是會產生制

衡現象，而使體系結構由單極變成多極。即便如此，制衡之遲來，仍與權

力平衡理論的原始期待有所落差。如前節之分析，瓦爾茲只告訴我們體系

終究會回歸到平衡，也對單極體系之消失及制衡之出現分別提出解釋與預

期。但在單極體系尚未消失，及體系尚未回歸平衡之前的這段時間裡，如

何解釋國家的行為及國際政治運作呢？其實，瓦爾茲只解釋並預期制衡現

象會出現，卻沒有解釋制衡沒有出現的原因。亦即，沒有解釋單極體系之

制衡為何沒發生？冷戰後的不平衡狀態下為何沒有出現制衡美國權力的情

形？再者，瓦爾茲以結構層次分析為理由，只強調結構因素對國家行為的

制約，並迴避對體系內國家之制衡行為的解釋，但是國家的制衡行為除了

受結構因素制約外，不受其他因素影響或驅動嗎？

瓦爾茲以外的許多新現實主義學者對國家的制衡行為提出了多變數

的分析。克里斯湯森（Thomas Christensen）與史奈德（Jack Snyder）的攻

─守權衡論（offense-defense balance）認為，影響受威脅國家決定採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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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行為與否的因素，除了權力分配之外，尚包括其對攻勢─守勢策略的判

斷及得失權衡；他們認為，受威脅國家並非一定會採取制衡，反而有可能

在權衡利弊得失後，採取推諉卸責的作法（pass the buck）而導致霸權之

出現，或者走向大會串（chain-ganging）而導致戰爭（Christensen & Snyder
1990）。沃特（Stephen M. Walt）的威脅平衡論（balance of threat）認為

國家之制衡行為，不只是制衡其他國家的權力，在決定制衡時會考慮這些

權力的威脅性大小（Walt, 1987: 21, 25, 28-32；1991: 53）。換言之，沃特

認為國家的制衡行為固然很普遍，但主要是制衡威脅的來源，不一定是制

衡較強大的權力。史威勒（Randall Schweller）的利益平衡論（balance of
interests）認為，二級的現狀國家可能因害怕改變現狀聯盟之權力太大、

難以與之抗衡，而不與防衛聯盟結盟，他們也可能因貪圖利益而依附強勢

（bandwagoning），此皆使制衡無法成形（Schweller, 1993, 1994）。

簡言之，上述新現實主義者對制衡行為的多變數分析，是在相對權力

分配因素之外，各別從國家之策略思考、利益考慮及威脅來源等變數著手，

對於制衡現象之未出現做補充解釋。他們的解釋，不僅對國家在不平衡體

系下的行為做了合理的詮釋，也對於分析及掌握國家之對外行為有理論上

的貢獻；而且，他們在解釋制衡現象之未出現的同時，也補充了瓦爾茲結

構論之單一解釋變項的侷限性。不過，上述作者的補充解釋都不夠結構，

而與瓦爾茲的結構理論有些落差。

首先，上述新現實主義者對制衡行為的變數分析是在解釋 行為

或 外交政策，而非瓦爾茲所強調的 分析。瓦爾茲認為國家行

為受體系中之權力分配的影響，並預測體系總是會形成平衡。他指出，權

力平衡理論是在解釋體系之重複形成平衡，與任何個別單元之意圖或動機

無關；不論國家之目的是要維持某種平衡，或是要追求全面統治，權力平

衡都會形成（Waltz, 1979: 119）。瓦爾茲認為，只要國際體系是自力救濟

體系，則國家因害怕不自力救濟會使自己處於危險之中而遭殃，就會刺激

他們做出導致權力平衡的行為。所以，權力平衡理論不需要有理性假設或

行為者的意志（Waltz, 1979: 118）。瓦爾茲之體系平衡論，是「自動的」

（automatic）平衡（Claude, 1962: 43-46），無關乎個別國家的動機或意圖

（Waltz, 1979: 119-120）。自動的權力平衡理論主要是用於解釋國際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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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形成平衡，而不在於個別國家為何會採取制衡或是否採取制衡（Elman,
2003: 10）。無論是攻─守權衡論、利益平衡論或威脅平衡論，均在權力分

配因素之外，加上影響國家行為動機的變數。他們的分析，雖仍強調權力

分配對國際體系之權力平衡的影響，但也導入國家動機與策略對體系平衡

的影響性，而與瓦爾茲有所區隔。

其實，以多變因來解釋國家行為，固然可為國家未採取制衡行為的原

因進行解釋，但這些影響國家行為的因素，卻不是體系結構層次的，也因

此與瓦爾茲的體系理論不太契合。從瓦爾茲的結構論角度，各個國家都是

功能相似的單元（liken units），只要結構相同，則國家的行為就會有相似

性（Waltz, 1979: 105, 123）。如果國家的對外行為，因不同的動機或因利

弊得失的權衡而有所不同，則國家之行為是受 （in the system）因素

的影響，而非瓦爾茲所強調之 （of the system）變化。以克里斯湯森

與史奈德的攻─守權衡論而言，如果國家之攻─守策略的考量會影響其對

外行為，則吾人如何辨明體系之結構型態對國家行為的影響，以及國家的

行為究竟是受體系結構或國家之策略思考的影響？另外，史威勒強調國家

會為了利益而不進行制衡，並認為國家的行為主要受到恐懼及貪婪的程度

所驅動。由此，國家的行為是受內在因素的影響者大，此與瓦爾茲之強調

外在結構的影響有些落差。又如沃特，認為國家會制衡威脅的來源，而非

權力大小。則此是否意味著即便體系處於不平衡狀態下，只要權力大者不

具威脅性，就不會遭到制衡。若是如此，則體系如何回復到平衡狀態？如

果不平衡的權力或壓倒性的權力不一定代表威脅，以致不一定成為制衡的

對象，則這種主張符合權力平衡理論的邏輯嗎？

上述之討論連結到第二個問題：國家的制衡行為是針對權力，還是針

對威脅？瓦爾茲認為，壓倒性權力必然遭來制衡。像美國擁有當前之未受

制衡的權力，即便抱持良善的動機而行為，其他國家仍視之為威脅（Waltz,
2000: 28）。因為，權力很容易濫用，權力之集中會引發不信任（Waltz, 2000:
29）。雷納指出，在單極體系中的相對權力分配是極度不平衡的，所以有

資格成為世界強權者，有增加相對權力之結構性壓力，因為若不取得強權

能力，則可能遭霸權之剝奪（Layne, 1993: 12-13）。換言之，單極體系的

不平衡結構會促使二級強權增加權力。他進一步指出，在單極體系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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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會制衡霸權之未受牽制的權力，此突顯在單極體系中，制衡「威脅」與

制衡「權力」並無明顯區分，所以其他國家必須擔心霸權之「權力」，而

非「意圖」，因為威脅就在於霸權的「權力」（Layne, 1993: 13）。

沃特的威脅平衡論，試圖以「威脅」概念涵蓋瓦爾茲等人之「權力」

論述。他認為國家之制衡行為是對威脅的反應；威脅之內涵包括國家之總

合的權力資源、地理鄰近性、攻擊能力及侵略意圖等（Walt, 1987: 21, 25）。
國家會制衡最大威脅者，而非權力最大者。各國的結盟選擇，會受威脅的

不平衡（imbalances of threat）的影響；當某國家或聯盟特別具危險性時，

各國會組成聯盟或增強自我力量，以降低脆弱性（Walt, 1987: 263-265）。

依此邏輯，國家之制衡或結盟對象的選擇，不只是考慮權力大小問題，還

會基於威脅來源而做決定。依此威脅平衡論的邏輯，主導性強權是否遭到

制衡，至少有一部份要視該強權的外交政策而定（Mastanduno, 1997: 60）。

沃特認為，被視為具侵略性的國家，可能激起其他國家之制衡（Walt, 1987:
25）。他指出，世界其他國家對美國感到不滿意的，不只是美國的權力，

還包括其政策（Walt, 2005: 106-110）。由此，美國是否會遭到制衡，與其

外交政策作為是否被其他強權解讀為具威脅性有關。另外，米爾謝墨認為，

冷戰後沒有形成制衡聯盟以對抗美國，是因為美國沒有在西半球以外追求

霸權的衝動，因此降低其所造成之威脅（Mearsheimer, 2001: 380-382）。依照

米氏的解釋，只要美國沒有追求霸權而致構成威脅，就不會遭到制衡。則

米氏某種程度接受了威脅平衡論，而否定「權力構成威脅」的說法。

馬斯坦督諾（Michael Mastanduno）指出，威脅平衡論之解釋，把焦點

放在權力分配及單元層次之外交政策意圖與行為上。因此，其理論之增進

尚需專注於研究威脅之意圖及偏好（Mastanduno, 1997: 86）。然而，新現

實主義與新自由主義的一項重大差別在於，前者強調權力能力，後者強調

意圖及偏好（Baldwin, 1993: 7-8）。這是否意謂著，威脅平衡論在修正權力

平衡理論的同時，也向新自由主義方向跨出了一步呢？而且過於重視體系

內的因素，也形同與瓦爾茲之強調體系論述的結構論漸行漸遠。

此外，不管是基於權力或威脅的考量而制衡，都涉及結盟與合作的問

題。然而，新現實主義的相對利益（relative gains）說，與結盟的論述卻

不免有衝突之處。新現實主義者葛瑞可（Joseph M. Grieco）認為，國家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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論是進行結盟以制衡權力或威脅，或決定是否與他國合作，均是以相對利

益為考慮，且無秩序社會中的欺騙問題會阻礙國家間的合作（Grieco, 1993:
116-142）。既是如此，基於相對利益及欺騙問題的顧慮，可能使結盟產

生困難，那麼透過結盟以進行制衡的行為也可能受到阻礙。依此推演，則

制衡假設與相對利益說相容嗎？這是新現實主義必須進一步細膩處理的

問題。

針對冷戰後制衡現象未出現，有一些學者提出「軟制衡」概念來解釋。

沛柏（Robert A. Pape）與保羅（T. V. Paul）認為，制衡現象是存在的，只

是二級強權在冷戰後並非以傳統上之「硬制衡」方式（即軍事建置及結成

作戰聯盟等），直接挑戰美國的軍事優勢，減損美國之權力；而是以國際

制度、經濟手段及外交安排等非軍事手段來延遲、阻撓及破壞美國的單邊

軍事政策（Pape, 2005: 7-45；Paul, 2005: 46-71）。此種論點，乃試圖將國

際體系之制衡行為做延伸及放寬解釋，並以軟制衡行為作為連結硬制衡的

過渡現象，藉以化解實証現象與制衡假設之間的落差。總之，他們認為冷

戰後雖未發生硬制衡現象，但軟制衡行為之出現，代表主要強權正在對美

國進行初步的制衡，而且，此種軟制衡有演變為硬制衡的可能性（Pape, 2005:
9-10；Paul, 2005: 46-71）。

然而，傳統之硬制衡未發生的原因是什麼呢？沛柏提出了三項解釋。

第一，美國長期以來就是主要強權制衡超級強權的明顯例外，其主要原因

是美國有不侵略國際主要強權的美譽，而不是因為美國相對於其他強權擁

有壓倒性的權力；過去美國打過許多仗，但基本上是用權力保持區域的現

狀，而非試圖主宰某區域。第二，對主要強權而言，採取硬制衡手段與美

國直接對抗的成本太高、風險太大；但軟制衡措施已在施行，並構成對美

國制衡的初步階段。第三，如果美國持續追求侵犯性的單邊主義政策，則

軟制衡手段可能會使用得更密集，甚至演變成硬制衡（Pape, 2005: 9-10）。

歸納而言，沛柏認為當前其他強權對美國的制衡是存在的，只是現在

仍處於軟制衡階段；而制衡的產生，並非因為美國具有壓倒性權力，而是

導因於美國政府當局的政策作為。吾人認為，沛柏以美國政策之良善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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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來解釋制衡是否發生，與瓦爾茲的權力平衡邏輯有差異，而與沃特之

強調制衡威脅來源的邏輯相似。權力平衡理論認為，在權力的不平衡狀

態，強大的權力本身就會構成威脅，與政策良善與否無關；亦即，權力本

身就是威脅來源，所以會遭到制衡，與某國的政策無必然關係。所以，即

便沛柏的軟制衡論，可以說明當前單極體系下的部分現象，卻與瓦爾茲之

制衡假設的邏輯不甚一致。

其次，軟制衡概念是否足以取代或解釋遲來的硬制衡呢？萊柏（Keir A.
Lieber）與亞歷山大（Gerard Alexander）質疑軟制衡概念在定義及操作化上

有其困難，且根本無法與一般的外交摩擦做嚴格區分；更且目前被標明為

類似軟制衡的一些行為，其實美國在過去沒有被制衡時期就曾發生了

（Leiber & Alexander, 2005: 109, 139）。也就是說，軟制衡概念所指涉的內

涵，難以與一些常態的外交行為區隔，而且所謂的軟制衡行為，並非冷戰

後的獨特現象。

布魯克斯（Stephen G. Brooks)與沃佛斯同樣也指出，軟制衡概念與外

交折衝（diplomatic bargaining）有難以分辨的盲點（Brooks & Wohlforth, 2005:
104-106），也認為一些美國與盟邦的不和諧狀況，或盟邦有違背美國政策

目標的舉動，在美蘇對立的兩極時代就有類似情況發生（Brooks & Wohlforth,
2005: 75-77）。他們對軟制衡論者最致命的挑戰是，軟制衡論者所提之軟

制衡現象，究竟與美國之體系性的權力集中，有無因果關聯性；亦即，其

他強權的軟制衡行為，是否是為了牽制潛在霸權、反制美國權力之集中

（Brooks & Wohlforth, 2005: 78-79）。以俄土德法等國之反對美國發動二○

○三年伊拉克戰爭為例，他們的研究顯示，上述國家的反制行為，都不是

在回應美國權力對其安全之挑戰；德國與土耳其是因為國內政治因素，俄

國乃經濟利益考慮，法國受其政策偏好、長期談判利益及國內與歐洲政治

等考慮的影響（Brooks & Wohlforth, 2005: 93-104）。

如上所述，軟制衡概念在定義上，難以與外交摩擦或政策折衝等行為

做嚴格區分。事實上，當前國際體系所產生之所謂軟制衡現象，無法證明

是面對權力集中之安全威脅所做的因應措施，尤其，所謂的軟制衡行為只

是在挫折美國的政策，而且可以用安全威脅以外的因素解釋其發生（亦即

他因解釋），則其因果推論必須大打折扣。終究，軟制衡所談的只是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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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次，與傳統制衡所強調之軍事建置、作戰結盟相去甚遠；而外交行為的

效果，與瓦爾茲所謂的體系制衡，或權力平衡所談的生存與安全威脅問題，

尚有一段距離，也跳離了制衡假設的原本邏輯。無可否認的，不論是否支

持軟制衡論，大家至少有兩點共識：一、所謂的硬制衡，並未在當前國際

體系中出現；二、硬制衡的出現，才真正符合權力平衡邏輯。

本論文以冷戰前後發生之三次波斯灣衝突，探討美國超強的行為及其

他強權的反應，並藉三個實證案例檢視瓦爾茲的制衡假設，及重新釐清瓦

爾茲的權力平衡理論。同時，本文也檢視其他新現實主義對於制衡假設的

詮釋，並分析他們的解釋方法與瓦爾茲的差異，及評估這些補充解釋是否

達到補強瓦爾茲之理論的目的。

首先，本論文以三次波灣戰爭驗證制衡假設，得到結論如下：第一個

命題：美國預期不會受到制衡，才會以軍事介入波斯灣。此項命題在三個

案例中都獲得印證。三次波灣戰爭衝突中，美國在兩伊衝突時，因顧慮蘇

聯之反制而採平衡政策，未有直接軍事介入；至於第一次及第二次波灣戰

爭，則都是在無制衡之虞而出兵。簡言之，瓦爾茲強調強權基於安全極大

化考慮，在有制衡之虞下不會貿然出兵；美國在此三次衝突之行為合乎此

一預期。第二個命題：國際體系中之主要強權或強權組成之聯盟，會採取

制衡美國之措施。依本文之論証，兩伊戰爭可以支持此項命題，但第一次

及第二次波灣戰爭，卻無法印證此一命題。換言之，瓦爾茲所預期之強權

或強權組成的聯盟，會制衡美國的現象，並未在兩次波灣戰爭中出現。

本文分析發現，一九九一年及二○○三年之兩次波灣戰爭中，二級國

際強權對美國出兵伊拉克行為未予以制衡，主要是受體系結構、強權意志、

同盟關係、國家利益及意識形態等因素影響。本文也發現，二級強權在波

灣區域次體系之行為，雖受體系結構影響，但可以有一些行動空間。也因

此，在兩次波灣戰爭中，雖同樣是處於單極體系下，但二級強權的行為卻

有很大不同。

固然在兩次波灣戰爭中未出現制衡美國的現象，而似與制衡假設有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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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入。但本論文認為，瓦爾茲原本就預期，國家在不平衡狀態下並不以採

取制衡行為為限，也有可能採取偎大邊的行為，因此即便冷戰後的兩次波

灣戰爭未發生制衡美國的現象，但尚不足以論證瓦爾茲理論的錯誤，而權

力平衡理論也不因此而遭到否定。再者，總體系與區域次體系之層次有別，

因此，本文探討之兩次波灣衝突中，雖其他國際強權未採取制衡美國的行

為，但兩個案例的發展並不至於牽動總體系之相對權力地位或體系型態的

改變，因此不盡然能印證總體系之運作規則出問題，也無法據以否證瓦爾

茲的權力平衡理論。不過，瓦爾茲的制衡假設似只能預期制衡行為必然會

在體系不平衡的狀態下出現，但卻無法充分解釋制衡未出現的原因，也無

法預期制衡將在什麼條件下出現。

再者，本文重新探究瓦爾茲的自動平衡理論，並認為此乃源自其簡約

式的結構理論。就瓦爾茲的權力平衡的邏輯，不論單極強權是否自我衰弱，

制衡勢必會產生的，因為其他國家會抗拒霸權維持既有之地位，而做出使

體系回復平衡的作為。固然在回復平衡的過程中，制衡並非國家的唯一行

為，但結構會迫使制衡行為出現，而制衡之發生將使體系走向平衡。瓦爾

茲的簡約論主張國際關係與國家行為只能被無秩序的國際體系結構所解

釋，因此從結構的解釋角度，只要無秩序結構存在，則制衡必然發生。而

且，瓦爾茲之體系平衡論是屬於「自動的」平衡，因此平衡的結果不必然

需要有國家的制衡行為出現；亦即，制衡並非體系平衡的必要條件。然而，

瓦爾茲的理論，著重在解釋體系的趨勢及結構性變化，因此有許多現象仍

無法解釋，而形成理論的侷限。例如瓦爾茲面對當前單極體系尚未消失及

體系尚未回歸平衡期間，其攸關國家行為及國際政治運作的解釋，就顯得

難以施展。

其他新現實主義者試圖對制衡行為採取多變數分析，因此在相對權力

分配因素之外，各別從國家之策略思考、威脅來源及利益考慮等變數著手，

試圖協助解釋國家在體系不平衡狀態下的行為或制衡現象未出現的原因，

這些研究包括攻─守權衡論、利益平衡論及威脅平衡論等。本文發現，他

們的研究雖提出合理的解釋，也頗有理論貢獻，但因延伸至探討國家行為，

特別別是涉及國家的意圖及動機，此乃單元層次的分析，而顯得不夠結構，

也因此與瓦爾茲的結構理論有些落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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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針對冷戰後制衡現象未出現，有一些學者提出「軟制衡」概念

來解釋。但本文分析指出，軟制衡是外交層次概念，與傳統制衡所強調之

軍事建置、作戰結盟相去甚遠；而外交行為的效果，與瓦爾茲所謂的體系

制衡，或權力平衡論所強調的生存與安全威脅問題有落差；更重要的是，

軟制衡分析者似未能對軟制衡現象與美國權力不平衡之間做出較具說服力

的因果解釋，亦即解釋所謂的軟制衡是在冷戰後的獨特現象，且是為了制

衡美國的單極權力而起的。

其實，瓦爾茲的理論是一體系完整、邏輯嚴謹的理論。縱然冷戰後的

國際政治變化，使學界對他的理論產生諸多質疑與批判，但他的結構論述

迄今仍站得住腳。不過，瓦爾茲的權力平衡理論未來所將面對的挑戰，仍

是國際政治現象的發展與其理論是否相符的問題。特別是，其理論如何因

應經驗性的異例。無疑地，新現實主義在冷戰後面對國際體系結構變遷及

制衡現象之未出現，遭到頗大挑戰。而新現實主義陣營也對冷戰後的現象

提出諸多解釋，從瓦爾茲的結構論到其他學者之採取多變因分析等。然而

值得關注的理論性問題是，新現實主義在解釋或包容新現象的過程中，其

理論擴充是否以其核心假設為基礎而進一步予以豐富化，抑或是為了包容

或挽救經驗性的異例，而動搖了基本假設以致偏離新現實主義的軌道？這

是一個值得持續觀察與探討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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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mining Kenneth Waltz’s
Balancing Assumption:

Case Studies of Three Conflicts in the Persian Gul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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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balancing assumption is the hard core of Kenneth N. Waltz’s explanation
of how systemic balances of power form recurrently. Although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ystem has become unipolar since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great power
balancing against US’s unbalanced power has yet to occur.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ree Persian Gulf conflicts and finds that great powers did not engage in balancing
against US during the two Persian Gulf conflicts that broke out after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The paper analyzes why balancing behavior was absent, and suggests
that this phenomenon is insufficient to falsify Waltz’s theory mainly because the
conflicts occurred at the regional subsystem level as opposed at Waltz’s structural
level of analysis. Furthermore, this article examines Waltz’s arguments about
balancing behavior and balanced outcomes in order to gain a clearer understanding
of his parsimonious theory. The paper also discusses other neorealist explanations
of balancing behavior, especially the theories of offense-defense balance, balance of
interests, and balance of threats, and evaluates whether they could complement
Waltz’s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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